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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帕累托改进的模拟分析

张书博

摘要： 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干预的正当性一直饱受争议。 基于此， 本文首先从

资源禀赋差异的视角入手， 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税、 贸易开放 “补偿效应” 的

Ｈ－Ｏ理论分析框架， 来探究贸易开放过程中政府的干预逻辑。 研究发现： （１） 富

人效用水平和政府税收之间存在 “倒 Ｕ” 形关系； （２） 当政府以税收来提供公共

服务时， 富人与穷人都存在一个福利改善的政府干预区间或税收区间； （３） 随着

贸易开放的深化， 分工效应会使富人和穷人所需的政府干预上限上升和下限下降，
进而使得政府的可干预区间扩大； （４） 在贸易开放过程中， 劳动密集型国家或地

区的政府可干预区间扩大的幅度更为显著， 原因在于其穷人福利改进下限向下拉动

的作用是资本密集型国家的近 ４ 倍。 本文又对其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数值模拟， 模拟

结果有效支撑了以上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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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１９７８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 关于 “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 的倡导越来越要求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清晰， 权责要明确， 这使得在开

放过程中政府干预的正当性、 逻辑性与适度性都饱受巨大的来自于国内与国际的舆

论和政治压力， 如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关税 “替代国”、 恶意否定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和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 根据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Ｈ－Ｏ 理论）， 可

以发现， 一个经济体由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的过程中， 依托于国际分工所带来

的资源更有效的配置会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这也称为 “分工效应”， 但这种社

会总福利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改进的， 即所有群体在贸易开放前后的效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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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增加的， 尤其是在贸易开放还存在负外部性时， 因此就需要通过财政政策的这一

再分配政策工具来进行适度调控 （Ａｎｔｒàｓ， 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１］， 这在理论上肯定了

政府干预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但仅从理论上承认政府干预的正当性是远远不够地，
至少还需要对开放经济中政府财政政策调控的适宜区间进行细致探究， 即政府干预

区间的上限和下限究竟是多少； 另外，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 在贸易开放过程

中， 大多数国家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 都会努力实现产品出口结构的升级， 那

么在这种出口结构转轨的过程中， 政府的干预逻辑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差异呢？ 政

府干预的逻辑能否在出口结构转变前后保持政策的一贯性？ 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本文尝试通过一个标准的 Ｈ－Ｏ 理论分析框架来打开贸易开放、 出口结构类型和政

府干预适宜区间的黑匣子，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厘清和完善政府的治理逻辑， 努力

形成一套科学的、 审慎的现代化政府治理与市场责任分担体系， 减少在开放过程中

政府干预的前后不一致性和波动性。
开放经济中， 政府干预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

方面。 一方面在于贸易开放水平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诉求：
一种是基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收缩的 “效率效应” （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ｅｒｏｔｔｉ，
１９９７） ［２］。 该观点认为随着贸易开放的深化， 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会弱化市场对

资源的配置效率 （Ｉｓｈａｍ ａｎｄ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１９９９） ［３］， 另外， 再加上对自由流动要素

（资本、 劳动和技术等） 的竞逐所带来的国际间税收竞争的加剧， 都会侵蚀政府公

共服务供给的税收基础， 削弱其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从而抑制政府规模的扩张。
从 “效率效应” 出发， 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 Ｑｕｉｎｎ， １９９７［４］；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２００１［５］； Ｋｈａｔ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ａｏ， ２００２［６］；
Ａｂｉｚａｄｅｈ， ２００５［７］； Ｂｅｎａｒｒｏｃｈ ａｎｄ Ｐａｎｄｅｙ， ２００８［８］ ）。 另一种是基于民众公共服务

需求偏好扩张的 “补偿效应” （Ｃａｍｅｒｏｎ， １９７８［９］； Ｒｏｄｒｉｃｋ， １９９８［１０］ ）。 该观点认

为贸易开放会拉大国内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 同时由于开放所附带的外部市场风险

的引入 （Ｒｅｖｅｎｇａ， １９９２［１１］； Ｋｏ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ｅｎｒｅｙｒｏ， ２００７［１２］ ）， 都要求政府提供更多

的公共服务来补偿这种开放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从而迫使政府规模扩张。 从 “补
偿效应” 出发， 贸易开放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贸易开放

倾向于扩大政府干预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 １９９８［１３］； Ｉｓｌａｍ， ２００４［１４］； 杨灿明和

孙群力， ２００８［１５］； Ｒａｍ， ２００９［１６］ ）。 简而言之， “效率效应” 注重的是把贸易开

放的蛋糕做大， 而 “补偿效应” 则强调的把贸易开放的蛋糕分好， 而蛋糕做大

和蛋糕分好两者之间又存在着 “合则生、 分则死” 的相互关系， 这都使得贸易

开放中政府的干预逻辑面临巨大的挑战。 当然， 一些学者也试着从不同时期、 不

同国家和不同制度环境层面来探讨哪种效应起主导作用 （梅冬州和龚六堂，
２０１２［１７］ ； 毛捷等， ２０１５［１８］ ； 高翔和黄建忠， ２０１６［１９］ ）， 但这些研究都停留在对

政府干预方向逻辑上的探讨， 如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 政府干预应该倾向于

变大还是变小等等， 而对于贸易开放水平的增加对政府财政政策干预空间的探究

并没有涉猎。
另一方面， 贸易开放过程中， 出口结构的差异会不会带来政府干预逻辑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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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是一大难题。 我们知道， 过去 ３０ 年来， 伴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 （罗
长远和陈琳， ２０１２［２０］； 邹薇和袁飞兰， ２０１８［２１］ ）， 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处于不

断优化的过程中， 以资本品出口为例， 其份额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０ １１％一直上升， 到

２０１０ 年达到峰值 ４６ ８９％， 尽管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略有下降， 但下降幅度不大①。 由此

可见， 中国的贸易开放伴随着较为迅速的出口结构升级优化过程， 这一特征事实及

其背后的原因也曾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卫平和冯春晓， ２０１０［２２］； 魏浩等，
２０１１［２３］）， 但对于出口结构优化会不会使得贸易开放过程中政府治理逻辑发生改变

的探讨还存在极大的不足， 甚至空白， 更不用说， 从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层面来探究

出口结构对政府调控适宜区间的形塑作用。 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主要贡献点， 尝试

着从不同出口结构类型出发， 来论证政府的干预逻辑在出口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会不

会发生突变。
基于此， 本文试着构建一个包含资本税、 贸易开放 “补偿效应” 且微观基础

较为完善的 Ｈ－Ｏ 理论分析框架来探究不同出口类型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开放过程中

贸易开放水平对政府财政政策干预的适宜空间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 来比较分析

出口结构类型对贸易开放水平与政府财政政策干预空间关系的形塑作用， 以期形成

一套科学的现代化政府治理逻辑。

一、 理论模型

本文基准分析框架的构建借鉴了 Ｒｙｏ Ａｒａｗａｔａｒｉ （２０１５） ［２４］ 一文中的建模思路，
并在此基础上， 对其进行扩展和修正，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１） 将开放经济中满

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改进为对财政政策调控的帕累托改进

区间的探究； （２） 改进原本只适用于比较封闭和完全开放两种状态的静态均衡分

析框架， 使其能够细致捕捉到从初始封闭状态到最终完全开放状态的动态转换过程

中政府财政政策空间的逻辑变化， 进而来探究政府从封闭状态到完全开放状态过程

中的政府治理逻辑，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出口结构类型对政府治理逻辑的形塑

作用。
（一） 基本假设

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或地区， ｊ ＝ Ａ， Ｂ， 每个国家或地区总的劳动力为 １， 且每

个个体都拥有一单位的劳动力， 个体包括两类： 穷人和富人， 富人所占的比例为

π ｊ ∈ （０， １） ， 则穷人的比例为 １ － π ｊ ， 相比穷人只拥有一单位劳动而言， 富人还

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 ｋ ｊ ＞ ０， 则国家或地区 ｊ 总的劳动力水平 Ｌ ｊ ＝ １， 总的资本水

平 Ｋ ｊ ≡ π ｊｋ ｊ 。 为了使模型能够解释贸易开放存在的必要性， 本文进一步假设这两

个国家或地区在初始资源禀赋拥有上存在着差异， 不失一般性， 本文这里假设 ＫＡ

＞ ＫＢ ， 即国家或地区 Ａ 相对于国家或地区 Ｂ 而言， 是资本相对富裕型、 劳动相对

稀缺型国家。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还假设， 这两个经济体只生产三类产品： 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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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ｊ ＝ （Ｋ ｊ
ｘ） θ （Ｌ ｊ

ｘ） １－θ ， 其中 ０ ＜ θ ＜ １； 第二种产品是劳动密

集型产品 Ｙ ｊ ＝ （Ｋ ｊ
ｙ） η （Ｌ ｊ

ｙ） １－η ， 其中 ０ ＜ η ＜ θ ＜ １； 第三种产品是每个国家或地区

由其政府依靠税收收入提供的公共品服务， 来衡量财政政策调控力度。 由于在一个

经济体内要素是完全流动的， 并且每个人所拥有劳动力是同质的， 因此， 本文假设

政府只对资本收入进行征税。 最后， 在贸易开放的过程中， 本文假设生产要素劳动

和资本在这两个经济体之间是不能流动的， 在这两个经济体之间， 只有最终的私人

消费品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二） 模型构建

１ 厂商的生产行为

由基本假设知， 整个经济中包括两种私人消费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 劳动密集型

产品） 和公共消费品， 假设不考虑公共消费品的生产， 则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Ｘ ｊ ＝ （Ｋ ｊ

ｘ） θ （Ｌ ｊ
ｘ） １－θ； Ｙ ｊ ＝ （Ｋ ｊ

ｙ） η （Ｌ ｊ
ｙ） １－η， ０ ＜ η ＜ θ ＜ １， ｊ ＝ Ａ， Ｂ （１）

其中， Ｋ ｊ
ｉ 表示在国家或地区 ｊ中用于生产 ｉ（ ｉ ＝ Ｘ， Ｙ） 产品的资本投入量 ， Ｌ ｊ

ｉ 表示

在国家或地区 ｊ中用于生产 ｉ（ｉ ＝ Ｘ， Ｙ） 产品的劳动投入量。 进一步假设， 资本密集型产

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 则厂商生产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满足：
ｒ ｊｘ ＝ ｐ ｊ

ｘθ （Ｋ ｊ
ｘ） θ－１ （Ｌ ｊ

ｘ） １－θ； ｒ ｊｙ ＝ ｐ ｊ
ｙη （Ｋ ｊ

ｙ） η－１ （Ｌ ｊ
ｙ） １－η， ｊ ＝ Ａ， Ｂ （２）

ｗ ｊ
ｘ ＝ ｐ ｊ

ｘ（１ － θ） （Ｋ ｊ
ｘ） θ （Ｌ ｊ

ｘ）
－θ； ｗ ｊ

ｙ ＝ ｐ ｊ
ｙ（１ － η） （Ｋ ｊ

ｙ） η （Ｌ ｊ
ｙ）

－η， ｊ ＝ Ａ， Ｂ （３）
２ 代表性消费者行为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假定穷人和富人的效用函数相同。 消费者的效用主要来自

从私人消费品 （资本密集型私人消费品 Ｘ、 劳动密集型私人消费品 Ｙ） 中获得的效

用和从公共品 Ｇ 中获得的效用这两部分， 并假设公共品 Ｇ 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和

竞争性， 即每个消费者都能从所有的公共品中获得效用。 以此为考量， 本文在这里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个体的效用函数包含两部分， 其中私人消费品部分满足柯布道格

拉斯效用函数形式， 即：
ｕ ｊ，ｓ ＝ γｌｏｇ（ｘ ｊ，ｓ

ｄ ） ＋ （１ － γ）ｌｏｇ（ｙ ｊ，ｓ
ｄ ） ＋ βϑ（ｏｐｅｎ）ｌｏｇＧ ｊ （４）

其中， ｊ 代表国家或地区， ｊ ＝ Ａ， Ｂ； ｓ 代表消费者的类型 ｓ ＝ ｒｉｃｈ， ｒｉｃｈ 表示富

人， ｐｏｏｒ 表示穷人； ｘ ｊ，ｓ
ｄ 和 ｙ ｊ，ｓ

ｄ 分别代表消费者个体的私人消费品需求； βϑ（ｏｐｅｎ） 表

示每单位公共品能够为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 由 “补偿效应” 知， 消费者对于公

共品的偏好是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的， 另外， 消费者在封闭状态下也需要一

定数量的公共品， 所以本文假设 ϑ′ ＞ ０ 且 ϑ（ｏｐｅｎ ＝ ０） 。 在这里， 本文引入一个公

共品需求的 “制度依赖性”， 定义如下：
定义 １ （公共品需求的制度依赖性）： 公共品需求的制度依赖性是指消费者或

民众的公共品需求对于改革开放制度更为敏感， 而在改革开放以后， 对于贸易开放

深度的敏感性是递减的， 具体而言是指： 公共品的需求在贸易从自治状态 （ｏｐｅｎ ＝ ０）
向开放状态 （ｏｐｅｎ≠０） 转变的过程中得到瞬间 （周期很小） 释放， 而在开放后， 这

种偏好对贸易开放深度的敏感性很小 （制度内偏好更趋向于一致性）， 即 ϑ″ ＜ ０ 。
关于经济体内的产品价格体系， 本文设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为 ｐ ｊ

ｘ ， 劳动密集

型产品的价格为 ｐ ｊ
ｙ ， 公共品的价格为 ｐ ｊ

ｇ 。 为了分析的简便性， 本文这里不考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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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生产环节， 公共品的数量直接取决于政府的税收规模， 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转化率

（公共品的价格） 的关系， 即 ｐ ｊ
ｇ·Ｇ ｊ ＝ Ｔ ｊ 。 由于现实中政府公共品的生产更多的是资

本密集型的， 因此， 本文假设 ｐ ｊ
ｇ ／ ｐ ｊ

ｘ ＝ １， 这也会使模型的分析更加简单化。
另外， 对于消费者而言， Ｇ 是由政府税收决定的， 当政府税收税率确定时， Ｇ

对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来讲是外生确定的， 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转变为在收入 Ｉ ｊ，ｓ

的约束下， 通过选择私人消费品 Ｘ 和 Ｙ 的数量组合来达到其效用的最大化。 由消

费者效用最大化时满足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价格之比可以得出， 代表性消费者 （不
论其是穷人还是富人） 私人消费品 Ｘ 和 Ｙ 需求量之间的关系都满足：

ｘ ｊ，ｓ
ｄ ＝ ｐ ｊ γ

１ － γ
ｙ ｊ，ｓ
ｄ （５）

从 （５） 式的个体最优可以推导出， ｊ 国家或地区内 Ｘ 和 Ｙ 总需求量之间的关

系也满足：

Ｘ ｊ
ｄ ＝ ｐ ｊ γ

１ － γ
Ｙ ｊ

ｄ （６）

３ 无套利条件

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 所有生产要素， 包括劳动和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的， 因

此， 均衡时两个行业 （Ｘ 行业和 Ｙ 行业） 中资本和劳动所获得的收益必然相等，
否则利差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资源的再配置 （资源由获益少的地方流向获益高的地

方）， 即均衡时利润记为 ｒ ｊ ， 工资水平记为 ｗ ｊ ， 满足：
ｒ ｊｘ ＝ ｒ ｊ ＝ ｒ ｊｙ； ｗ ｊ

ｘ ＝ ｗ ｊ ＝ ｗ ｊ
ｙ （７）

由于每个行为人都拥有一单位劳动， 为了分析的简便性， 在这里， 本文假设存在的

是一种对称性均衡， 即在 Ｘ、 Ｙ 行业中穷人和富人的劳动供给比例是相同的， 记为：
ｌ ｊ，ｓ ＝ ｌ ｊ， ｊ ＝ Ａ， Ｂ； ｓ ＝ ｒｉｃｈ， ｐｏｏｒ （８）

Ｘ 行业和 Ｙ 行业资本和劳动的雇佣量满足下列等式：
Ｋ ｊ

ｘ ＝ ｖ ｊＫ ｊ； Ｋ ｊ
ｙ ＝ （１ － ｖ ｊ）Ｋ ｊ （９）

Ｌ ｊ
ｘ ＝ ｌ ｊ； Ｌ ｊ

ｙ ＝ １ － ｌ ｊ （１０）
其中， ｖ ｊ 为 Ｘ 行业资本所占的比例， 由式 （２） （３） （７） （８） （９） （１０） 可以

解得 Ｘ 行业中劳动和资本所占的比例为：

　 ｌ ｊ ＝

　 　 　 　 　 　 ０　 　 　 　 　 　 　 　 　 　 　 当 Ｋ ｊ
£Ｋ ｊ

ｍｉｎ ≡ （１ － θ）η
θ（１ － η）

（ϕｐ ｊ）
１

θ－η

１
θ － η

θ（１ － η） （ϕｐ ｊ）
１

η－θＫ ｊ － （１ － θ）η[ ] 当 Ｋ ｊ ∈ （Ｋ ｊ
ｍｉｎ， Ｋ ｊ

ｍａｘ）　 　 　 （１１）

　 　 　 　 　 　 　 １　 　 　 　 　 　 　 　 　 　 当 Ｋ ｊ ⩾ Ｋ ｊ
ｍａｘ ≡ （ϕｐ ｊ）

１
θ－η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ｖ ｊ ＝

　 　 　 　 　 　 ０　 　 　 　 　 　 　 　 　 　 　 当 Ｋ ｊ
£Ｋ ｊ

ｍｉｎ ≡ （１ － θ）η
θ（１ － η）

（ϕｐ ｊ）
１

θ－η 　 　

１
θ － η

θ（１ － η） － （１ － θ）η （ϕｐ ｊ）
１

θ－η
１
Ｋ ｊ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当 Ｋ ｊ ∈ （Ｋ ｊ

ｍｉｎ， Ｋ ｊ
ｍａｘ）　 　 　 （１２）

　 　 　 　 　 　 　 １　 　 　 　 　 　 　 　 　 　 当 Ｋ ｊ ⩾ Ｋ ｊ
ｍａｘ ≡ （ϕｐ ｊ）

１
θ－η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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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ϕ ＝ （ θ
η
）

η

（１
－ θ

１ － η
）

１－η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 ｐ ｊ ＝ ｐ ｊ
ｙ ／ ｐ ｊ

ｘ 。 由 （１１）、 （１２） 的结果可以得

出定理 １。
定理 １ （最优资源配置）： 对一个经济体而言， 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

型产品可替代的情况下， 随着资本存量 Ｋ ｊ 的增加， 当 Ｋ ｊ ＞ Ｋ ｊ
ｍｉｎ ， 该经济体才会生

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即 Ｘ 行业中劳动、 资本要素投入比例 ｌ ｊ ＞ ０、 ｖ ｊ ＞ ０， 随着资

本存量 Ｋ ｊ 的继续增加， 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的产量越高， 即 ｌ ｊ ／ Ｋ ｊ ＞ ０； ｖ ｊ ／ Ｋ ｊ ＞
０ ， 当 Ｋ ｊ ＞ Ｋ ｊ

ｍａｘ 时， 则该经济体则只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

品 Ｙ 的生产而言， 情况刚好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文的研究中， 假设 ｌ ｊ ＝ ０ 和 ｌ ｊ ＝ １ 这种完全分工的情况

是达不到的， 即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存量都不会很少， 也不会很多， 这两

个国家或地区都既生产 Ｘ 产品， 也生产 Ｙ 产品， 差别在于这两个国家或地区都

会根据自己禀赋相对丰富情况来安排生产， 如资本相对丰富型国家或地区会更多

地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超过国内需求的部分用于出口来换取劳动相对密集型

产品 Ｙ。 由于本文假设 Ａ 国家或地区是资本相对丰裕型， 故本文进一步假设 Ａ
国家或地区会生产出超过其消费需求量的 Ｘ 商品， 设其生产的私人消费品 Ｘ 的

总量为 ＸＡ ， 其中 ＥＡ（ｏｐｅｎ）ＸＡ 为出口消费品， 用来换取私人消费品 Ｙ， 其中

ＥＡ（ｏｐｅｎ） 为出口比例①。 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 ＥＡ（ｏｐｅｎ） 的比例也逐渐增

加， 当完全开放时， 即 ＥＡ（ｏｐｅｎ ＝ １） 时， 会使两国最终的相对价格相等， 满足

ｐＡ ＝ ｐＢ ＝ ｐ∗ ， 在这里不再推导 ＥＡ（ｏｐｅｎ ＝ １） 的具体公式 （下文会具体说明）。
另外， 为简单起见， 本文假设这里的贸易数量的限制是通过数量配额的方式而非

关税的形式来实现的， 因此， 本文没有考虑贸易开放的 “效率效应”， 或者说在

易货贸易中， 贸易开放的关税损失效应对于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出口结构国家而言

是等价的， 原因在于贸易额是等同的， 这对于研究不同出口结构下政府治理的逻

辑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４ 贸易平衡条件

在不完全开放情形下， 对于国家或地区 ｊ 而言， 由于可贸易产品 Ｘ 和 Ｙ 是可

以进行交换的， 则 Ｘ 与 Ｙ 产品的总供给应该等于 Ｘ 与 Ｙ 产品的总需求， 即满足：
Ｘ ｊ

ｄ ＋ ｐ ｊＹ ｊ
ｄ ≡ Ｘ ｊ ＋ ｐ ｊＹ ｊ （１３）

其中， （１３） 式中等式左边的部分为国家或地区 ｊ 的私人消费品总需求， 等

式右边部分是私人消费品的总供给， 将公式 （６） 代入公式 （１３）， 可以得出：

Ｘ ｊ
ｄ ＝ γ（Ｘ ｊ ＋ ｐ ｊＹ ｊ）； Ｙ ｊ

ｄ ＝ １ － γ
ｐ ｊ （Ｘ ｊ ＋ ｐ ｊＹ ｊ） （１４）

（三） 封闭情形

在考虑贸易开放情况之前， 首先分析在封闭情况下 （ ｏｐｅｎ ＝ ０） 的标准情况

是怎样的， 在封闭条件下， 由供给侧 Ｘ 和 Ｙ 的生产公式 （１） 可知 Ｘ 和 Ｙ 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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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量 Ｘ ｊ（ｐ ｊ） 和 Ｙ ｊ（ｐ ｊ） 为：

Ｘ ｊ（ｐ ｊ） ＝ １
θ － η

（ϕｐ ｊ）
θ

θ－η θ（１ － η） （ϕｐ ｊ）
１

η－θ Ｋ ｊ － （１ － θ）η[ ] （１５）

Ｙ ｊ（ｐ ｊ） ＝ ϕ １ － θ
１ － η

１
θ － η

（ϕｐ ｊ）
η

θ－η θ（１ － η） － θ（１ － η） （ϕｐ ｊ）
１

η－θ Ｋ ｊ[ ] （１６）

进一步， 由公式 （１４）、 （１５） 和 （１６） 得 Ｘ 产品的需求量为：

Ｘ ｊ
ｄ ＝ γ （ϕｐ ｊ）

θ
θ－η θ （ϕｐ ｊ）

１
η－θ Ｋ ｊ ＋ （１ － θ）[ ] （１７）

在封闭条件下， Ｘ ｊ
ｄ（ｐ ｊ） ＝ Ｘ ｊ（ｐ ｊ） ， 可以求得均衡时的价格水平 ｐ∗

ｊ，ａｕｔ ， 即：

ｐ∗
ｊ，ａｕｔ ＝

１
ϕ

ψａｕｔ·（２Ｋ ｊ）[ ] θ－η， 其中 ψａｕｔ ＝
θ （１ － θ） ＋ （１ － γ）·（θ － η）[ ]

２（１ － θ） γ（θ － η） ＋ η[ ]
＞ ０

（１８）
在封闭条件下， 政府对资本收入进行征税， 并以此提供公共品， 假设税率为

τ ｊ
ａｕｔ ， 则穷人、 富人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可以分别表示为：

Ｉ ｊ，ｐｏｏｒａｕｔ ＝ ｗ ｊ ＝ ｐ ｊ
ｘ（１ － θ） （ϕｐ∗

ｊ，ａｕｔ）
θ

θ－η （１９）

Ｉ ｊ，ｒｉｃｈａｕｔ ＝ ｗ ｊ ＋ （１ － τ ｊ
ａｕｔ） ｒ ｊｋ ｊ ＝ ｐ ｊ

ｘ（１ － θ） （ϕｐ∗
ｊ，ａｕｔ）

θ
θ－η ＋ （１ － τ ｊ

ａｕｔ）ｋ ｊｐ ｊ
ｘ

·θ （ϕｐ∗
ｊ，ａｕｔ）

θ－１
θ－η 　 　 　 　 　 　 　 　 　 　 　 （２０）

在封闭情况下， 政府的税收收入记为 Ｔ ｊ
ａｕｔ ， 其全部用来提供公共品， 由此

可知：

ｐ ｊ
ｇＧ ｊ

ａｕｔ ＝ Ｔ ｊ
ａｕｔ ＝ τ ｊ

ａｕｔＫ ｊｐ ｊ
ｘ·θ （ϕｐ∗

ｊ，ａｕｔ）
θ－１
θ－η （２１）

政府最优税率的确定满足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总和最大， 即社会总效用最大，
可以通过下面的最优化问题求解 τ ｊ

ａｕｔ ：
ＭａｘＵ ｊ ＝ π ｊｕ ｊ，ｒｉｃｈ ＋ （１ － π ｊ）ｕ ｊ，ｐｏｏｒ （２２）

由 ϑ（ｏｐｅｎ） ∈ （０， １） 的假设知， 消费者在封闭状态时仍旧需要政府提供一

定数量公共品， 解得：

τ ｊ
ａｕｔ ＝ βϑ（ｏｐｅｎ ＝ ０）

ｋ ｊ ＋ １ － θ
θ

（ϕｐ∗
ｊ，ａｕｔ）

１
θ－η

βϑ（ｏｐｅｎ ＝ ０）ｋ ｊ ＋ Ｋ ｊ （２３）

由公式 （２３） 可以得出封闭情况下政府的再分配逻辑应该满足以下定理 ２。
定理 ２ （封闭情况下政府最优再分配理论）： 为了更贴近于现实， 本文这里

假设
１ － θ
θ

ψ ＜ １
２βϑ

恒成立， 此时满足 ０ ＜ τ ｊ ＜ １， 在这样的假设下， 政府最优的

再分配理论要符合以下逻辑： （１） τ ｊ ／ π ｊ ＜ ０， 即随着富人比例的增加， 政府最

优再分配水平要下降； （２） 在资本存量 Ｋ ｊ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τ ｊ ／ ｋ ｊ ＞ ０， 即当

总的资本存量 Ｋ ｊ 不变时， 政府最优再分配力度随着单个富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量

ｋ ｊ 的变大而变大。
（四） 开放情形

接下来， 考虑贸易开放情形， 在不同程度的贸易开放情形中， 这两个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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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重新调整经济体内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然后通过交换来获

得分工效益。 在这一部分， 本文不再考虑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政府财政干

预水平， 而是探求基于帕累托改进的政府财政政策适宜空间， 先来考虑不同开放

水平下的均衡价格决定机制：
１ 资本密集型国家或地区

在贸易开放情形中， 首先考虑国家或地区 Ａ， 其均衡价格比 ｐ 的决定方

程为：
１ － ＥＡ（ｏｐｅｎ）[ ] ＸＡ（ｐＡ， ｏｐｅｎ） ＝ ＸＡ

ｄ（ｐＡ， ｏｐｅｎ） （２４）
由公式 （１５）、 （１７） 和 （２４） 可得到均衡价格比 ｐ∗

Ａ， ｏｐｅｎ ：

ｐ∗
Ａ，ｏｐｅｎ ＝ １

ϕ
ψＡ

ｏｐｅｎ·（２ＫＡ）[ ] θ－η，ψＡ
ｏｐｅｎ ＝ θ （１ － ＥＡ（ｏｐｅｎ））（１ － η） － γ（θ － η）[ ]

２（１ － θ） γ（θ － η） ＋ η（１ － ＥＡ（ｏｐｅｎ））[ ]

（２５）
另外， 可以由公式 （２）、 （３）、 （１１）、 （１２） 和 （２５） 得出各要素的利得情况：

ｗＡ

ｒＡ
＝ １ － θ

θ
（ϕｐ∗

Ａ， ｏｐｅｎ）
１

θ－η （２６）

由公式 （２４）、 （２５） 和 （２６）， 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定理 ３。
定理 ３ （资本密集型国家最优生产均衡点）：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增加， Ａ 国

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的出口份额也不断扩大， 即 ＥＡ（ｏｐｅｎ） ／ ｏｐｅｎ ＞ ０， 这意味

着 Ａ 国家在贸易开放过程中会生产出超过其国内需求部分的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用

来换取 Ｂ 国家的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 Ｙ， 这会使得 Ａ 国家的均衡价格比下降， 即

ｐ∗
Ａ， ｏｐｅｎ ／ ｏｐｅｎ ＜ ０。 另外， 贸易开放也会带来要素回报发生改变， 资本要素收入获

利更多， 即  ｗＡ ／ ｒＡ( ) ／ ｏｐｅｎ ＜ ０ ， 这意味着对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而言， 贸易开放

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富人享有。
２ 劳动密集型国家或地区

接下来考虑国家或地区 Ｂ， 其在贸易开放的过程中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产品

Ｙ， 其均衡价格比 ｐ 的决定方程为：
１ － ＥＢ（ｏｐｅｎ）[ ] ＹＢ（ｐＢ， ｏｐｅｎ） ＝ ＹＢ

ｄ（ｐＢ， ｏｐｅｎ） （２７）
由公式 （１４）、 （１５）、 （１６）、 和 （２７） 可以解得均衡价格比 ｐ∗

Ｂ， ｏｐｅｎ ：

ｐ∗
Ｂ， ｏｐｅｎ ＝ １

ϕ
ψＢ

ｏｐｅｎ·（２ＫＢ）[ ] θ－η， ψＢ
ｏｐｅｎ 　 　 　 　 　 　 　 　 　 　 　 　

＝ θ （１ － ＥＢ（ｏｐｅｎ））（１ － θ） ＋ （１ － γ）（θ － η）[ ]

２（１ － θ） θ（１ － ＥＢ（ｏｐｅｎ）） － （θ － η）（１ － γ）[ ]
（２８）

另外， 可以由公式 （２）、 （３）、 （１１）、 （１２） 和 （２８） 得出在贸易开放情况下

各要素的利得情况：
ｗＢ

ｒＢ
＝ １ － θ

θ
（ϕｐ∗

Ｂ， ｏｐｅｎ）
１

θ－η （２９）

由公式 （２７）、 （２８） 和 （２９）， 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定理 ４。
定理 ４ （劳动密集型国家最优生产均衡点）：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增加， Ｂ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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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Ｙ 的出口份额也不断扩大， 即 ＥＢ（ｏｐｅｎ） ／ ｏｐｅｎ ＞ ０， 这意味

着 Ｂ 国家在贸易开放过程中会生产出超过其国内需求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Ｙ 用

来换取 Ａ 国家的廉价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这会使得 Ｂ 国家的均衡价格比上升， 即

ｐ∗
Ｂ， ｏｐｅｎ ／ ｏｐｅｎ ＞ ０。 另外， 贸易开放也会带来要素回报发生改变， 劳动要素收入获

利更多， 即  ｗＢ ／ ｒＢ( ) ／ ｏｐｅｎ ＞ ０ ， 这意味着对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而言， 贸易开放

带来的好处主要有穷人享有。
３ 出口比例函数

在开放情形中， 为了使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和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的贸易开放水

平是等价的， 且具有完全的可比性， 则需要对这两个国家的出口比例函数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析①。 由前文的分析知， 在同等的开放水平下，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的出口

份额为 ＥＡ（ｏｐｅｎ）ＸＡｐＡ
ｘ ， 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的出口份额为 ＥＢ（ｏｐｅｎ）ＹＢｐＢ

ｙ ， 这两部分

额度应该是相等的， 即满足以下条件：
ＥＡ（ｏｐｅｎ）ＸＡｐＡ

ｘ ＝ ＥＢ（ｏｐｅｎ）ＹＢｐＢ
ｙ ＝ ＥＢ（ｏｐｅｎ）ＹＢｐ∗

Ｂ， ｏｐｅｎ·ｐＢ
ｘ （３０）

由公式 （３１） 可以得到以下定理 ５：
定理 ５ （出口份额等价性定理）： 在相同的开放水平下， 两国之间出口份额之

间的关系满足 （３０） 式， 随着开放水平的增加， ｐＡ
ｘ 上升， ｐＢ

ｘ 下降； 当完全开放时

（ｏｐｅｎ＝ １） 时， 两国产品的价格趋于相等， 即 ｐＢ
ｘ ／ ｐＡ

ｘ ＝ １ 且 ｐ∗
Ａ， ｏｐｅｎ ＝ １ ＝ ｐ∗

ｏｐｅｎ ＝ １ ＝
ｐ∗
Ｂ， ｏｐｅｎ ＝ １ 。

由定理 ５ 知， 当一个国家在不同开放水平下的出口份额确定时， 另一个国家的

出口份额也会随之确定。 本文以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为例来说明： 因为在 ｏｐｅｎ ＝ ０
时， ＥＡ（ｏｐｅｎ） ＝ ０， 当 ｏｐｅｎ＝ １ 时， ＥＡ（ｏｐｅｎ） 达到最大值 ＥＡ

ｍａｘ 。 为了简便性， 本文这

里假设 ＥＡ（ｏｐｅｎ） 的变动是连续的， 因此， 在这里只需求其最大值 ＥＡ
ｍａｘ 即可。 在完

全开放情况下， 两国私人消费品的最终价格要一致， 即 ｐ∗
Ａ， ｏｐｅｎ ＝ １ ＝ ｐ∗

ｏｐｅｎ ＝ １ ＝
ｐ∗
Ｂ， ｏｐｅｎ ＝ １ ， 另外， 再结合 Ｘ 产品世界市场的出清条件， 可以解得：

ｐ∗
ｏｐｅｎ ＝ １ ＝ １

ϕ
ψｏｐｅｎ ＝ １（ＫＡ ＋ ＫＢ）[ ] θ－η， ψｏｐｅｎ ＝ １ ＝ ψａｕｔ （３１）

由公式 （２５） 和 （３１） 相等， 本文可以推导出 ＥＡ（ｏｐｅｎ） 当 ｏｐｅｎ ＝ １ 时的最大

值 ＥＡ
ｍａｘ ：

ＥＡ
ｍａｘ ＝ １ － γ（θ － η）（１ ＋ Ｍ）

１ － η － Ｍη
， 其中， Ｍ ＝ ２（１ － θ）

θ
ψａｕｔ

ＫＡ ＋ ＫＢ

２ＫＡ （３２）

同理， 由公式 （２８） 和 （３１） 相等， 本文可以推导出 ＥＢ（ｏｐｅｎ） 当 ｏｐｅｎ ＝ １ 时

的最大值 ＥＢ
ｍａｘ ：

ＥＢ
ｍａｘ ＝ １ － （１ － γ）（θ － η）（１ ＋ Ｎ）

Ｎθ ＋ θ － １
， 其中 Ｎ ＝ ２（１ － θ）

θ
ψａｕｔ

ＫＡ ＋ ＫＢ

２ＫＢ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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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贸易开放水平不再是传统的进、 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例， 而是同等的贸易自由化条件的量化指

标。 以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为例， 一个资本密集型国家出口 ｍ 单位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换取一个劳动密集型国

家 ｎ 单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种情况下， 两个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是相等的， 因为能够实现同等水平下的

自由交换。



４ 政府财政干预的适宜区间

在考虑政府干预的适宜区间前， 本文首先对其概念进行合理地定义。
定义 ２ （政府干预的适宜区间）： 也称为政府财政干预的帕累托改进区间。 是

指在贸易开放中， 当政府通过一定水平的再分配政策 τ ， 使得穷人和富人获得的效

用相比于封闭情况下而言， 都能明显得到改善或至少不至于变差， 那么就可以认为

τ 是位于政府干预的适宜区间内的。
接下来考虑在不同程度的贸易开放情形下政府财政政策干预的适宜区间范围。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 相对于封闭情形而言， 随着贸易开放的深化， 不管是资本相对

密集的国家 Ａ 还是劳动相对密集的国家 Ｂ 都可以享有分工带来的额外收益， 在此

情况下， 政府的功能就是选用适宜水平的再分配政策来实现这部分额外收益在不同

群体之间进行再分配， 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为了探求政府财政干预的

适宜区间， 本文这里假设 τ ｊ
ｏｐｅｎ 不再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 而是满足帕累托改进

的条件， 以封闭情况下的效用水平为基准，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条件：
ｕ ｊ，ｒｉｃｈ
ｏｐｅｎ ⩾ ｕ ｊ，ｒｉｃｈ

ａｕｔ 　 ＆ｕ ｊ，ｐｏｏｒ
ｏｐｅｎ ⩾ ｕ ｊ，ｐｏｏｒ

ａｕｔ （３４）
当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 τ ｊ

ｏｐｅｎ 满足公式 （３４） 时， 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而言，
贸易开放都是有利的， 即政府干预水平处在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区间内， 也称为政

府干预的适宜区间。 对于富人而言， 虽然其承担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 但由

于贸易开放的负外部性会引致其对公共服务具有更强的偏好， 因此， 从理论预期上

来讲， 富人存在一个政府干预下限和政府干预上限； 而对穷人来讲， 其对公共服务

的享有完全是 “搭便车” 的行为， 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只是为了换取其对贸易开放

政策的支持或响应。 因此， 其所需要的政府干预上限是完全税收， 其真正关心的应

该是政府干预下限； 从这两方面来讲， 政府干预的适宜区间应该是穷人所需的政府

干预下限和富人所要求的政府干预上线所构成的一个空间。 这种预期也为后文的数

值模拟的正确性指明了方向。

二、 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

鉴于效用函数中对数形式的存在使得模型的解析解的形式具有很大程度的复杂

性， 本文这里基于第二部分的理论模型对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 不同出口类型国家

的政府干预适宜区间进行数值模拟， 以期能够直观上展示不同出口类型国家随着贸

易开放水平的加深其政府干预适宜区间的变化。
（一） 参数设定

首先， 对于生产函数的参数设定， 在西方国家， 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取值一

般为 ０ ３ 和 ０ ７， 而在我国， 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的取值一般分别在 ０ ４ 和 ０ ６ 左

右 （张军， ２００２［２５］； 张军， 施少华， ２００３［２６］； 汪伟， ２０１２［２７］ ）。 由于本文考虑了

两类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生产， 所以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的资本产出弹性 θ 取值为 ０ ６， 劳动密集型产品 Ｙ 的资本产出弹性 η 取值为 ０ ４；
接下来， 对于效用函数进行参数设定， 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包括两大部分： 私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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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公共消费品， 其中私人消费品又包含两种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 劳动密集

型产品）， 根据消费者消费的特性和产品的必需性， 本文这里假设效用函数的参数

满足： γ 取值为 ０ ４， β 取值为 ０ ６；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的总资本存量 Ｋ 设定为 １０ 万

（人口数量标准化为 １）， 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的总资本存量 Ｋ为 ５ 万 （人口数量标准

化为 １）； 由前文的推导可知 Ｅ ｊ（ｏｐｅｎ） ∈ ０， Ｅ ｊ
ｍａｘ[ ] 且连续， 在后文部分会对出口

比例进行准确的说明和量化； 最后， 是关于 ϑ（ｏｐｅｎ） 函数形式的设定， 为了便于

比较两类国家同等开放水平所带来的政府干预适宜空间的差异， 本文假设其

ϑ（ｏｐｅｎ） 的形式是一样的， 这样其差异就仅仅来自于出口结构的差异。 另外， 由前

文的分析可知， 民众对公共品的需求弹性满足制度依赖性， 因此， 在这里， 本文将

函数的具体形式设定为 ϑ（ｏｐｅｎ） ＝ （１ ＋ ｏｐｅｎ） σ ， 其中 σ取值为 ０ ５。 综上， 各参数

的基准取值列示见表 １。
表 １　 参数设定

参数 表示意义 取值

θ 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资本产出弹性 ０ ７

η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资本产出弹性 ０ ４

γ 效用函数中私人消费品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权重因子 ０ ６

β 效用函数中公共消费品部分权重因子 ０ ４

σ 公共品需求弹性系数 ０ １

ＫＡ 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本存量 （总人数标准为 １） １０ 万

ＫＢ 劳动密集型国家资本存量 （总人数标准为 １） ５ 万

ＥＡ（ｏｐｅｎ） 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本产品出口份额 ０， ＥＡ
ｍａｘ[ ]

ＥＢ（ｏｐｅｎ） 劳动密集型国家劳动产品出口份额① ０， ＥＢ
ｍａｘ[ ]

ｏｐｅｎ 贸易开放指数， 连续变量 ［０， １］

（二） 数值模拟

１ 封闭情况下政府治理逻辑

在封闭情况下， 我们不用探讨政府干预的正当性和适宜性， 政府的政策目标是

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在这里， 关于政府的治理逻辑， 本文在总资本存量 Ｋ
保持不变时， 只模拟以下两种情况： （１） 富人比例 π 的变化对政府再分配水平的

影响； （２） 富人人均资本存量 ｋ 的变化对政府再分配水平的影响。 通过这两种情

形的模拟验证定理 ２， 并试着揭示不同原因所导致的贫富差距 （主要包括富人更富

与富人比例更高这两种情形） 会对政府的治理逻辑形成不同的诉求， 与沈凌和田

国强 （２００９） ［２８］一文中贫富差距背后的逻辑形成呼应。 其模拟结果如下。
在封闭情况下， 政府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会对富人的资本收入征收一

定比例的资本税， 用来提供公共品， 从而使得穷人的福利也获得改善， 这主要取决

于单位公共品和单位私人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差异 （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保证了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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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定理 ５ 可知 ＥＡ（ｏｐｅｎ） 和 ＥＢ（ｏｐｅｎ） 之间的关系， 本文这里让 ＥＡ（ｏｐｅｎ） 从 ０ 到最大值变化， 然后根据

定理 ５ 推导出和 ＥＢ（ｏｐｅｎ） 。



公共品的供给数量不可能为 ０）。 关于政府的税收力度， 由图 １ 可知： （１） 单就一

个国家而言， 在总资本存量 Ｋ 保持不变时， 随着富人所占比例 π 的变小， 单个富

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量 ｋ 将更高， 此时， 政府的再分配力度也越大， 即穷人更偏好于

支持政府向富人所拥有的资本征收更多的税收来提供公共品。 这一政府治理模式无

论是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还是从政治学的多数同意投票规则来讲， 都是合

乎逻辑的； （２） 由 Ａ、 Ｂ 两个国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当富人所占比例 π 不变，
单个富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量 ｋ 上升， 总的资本存量 Ｋ 变大时， 政府的再分配力度是

保持不变的， 这也说明了在本文的研究中只有穷、 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带来政府治

理逻辑的改变， 而贫富的绝对差异不会影响政府的治理逻辑， 究其原因可能是税收

的投票规则所引致的， 即富人和穷人的效用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具有相等的权重， 这

也代表了穷人和富人在公共品的决策层面具有同等地位的话语权。

图 １　 封闭情况下政府治理逻辑

２ 开放情形下政府治理逻辑

由前面的理论模型部分可知， 在完全封闭情形或完全开放情形下， 资本密集型

国家 Ａ 和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各自的出口结构比例是很容易量化的； 而在不完全开放

情形下，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应出口结构会由于价格因素难以实现准确的量化。 因

此， 在模拟开放情形下政府的治理逻辑之前， 首先考察同等开放条件 （ｏｐｅｎ） 下资

本密集型国家 Ａ 的出口比例 ＥＡ（ｏｐｅｎ） 和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的出口比例 ＥＢ（ｏｐｅｎ） 之

间的对应关系。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假设在开放过程中这两个国家的出口比例与开放

水平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 都满足一种线性关系， 即 Ｅ ｊ（ｏｐｅｎ） ＝ α ｊ
０ ＋ α ｊ

１ｏｐｅｎ 。 由

ｏｐｅｎ＝０ 和 ｏｐｅｎ＝１ 的两种情形可以求出这两类国家出口比例的函数结构，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出口比例

出口国家类型 封闭情形 完全开放 出口比例函数结构

国家 Ａ： ＥＡ（ｏｐｅｎ） ＥＡ ＝ ０ ＥＡ ＝ ＥＡ
ｍａｘ ＝ ０ ２７４３ αＡ

０ ＝ ０ αＡ
１ ＝ ０ ２７４３

国家 Ｂ： ＥＢ（ｏｐｅｎ） ＥＢ ＝ ０ ＥＢ ＝ ＥＢ
ｍａｘ ＝ ０ ４５６２ αＢ

０ ＝ ０ αＡ
１ ＝ ０ ４５６２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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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２ 可以发现， 在同等的贸易自由化条件下，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和劳动密

集型国家 Ｂ 出口的产品数量占其生产的总产品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在两国需求结

果一致的情况下，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所占的比例会更高， 其原因主要包括以

下两个方面： （１） 由于需求结构中， 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权重因子为 ０ ６ 大于劳动

密集型产品的权重因子 ０ ４， 使得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总生产量本身就很大， 那么其

比值必然更小； （２） 由于两种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异导致的， 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

格是低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的， 这也是由于需求结构的差异造成的。
接下来， 本文开始模拟不同开放水平下的这两类经济体的经济特征， 以便能够

对开放条件下政府治理逻辑变化的背后机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些经济特征主要

包括： （１） 不同开放水平下， 不同出口类型国家要素配置情况的变化； （２） 不同

开放水平下， 不同出口类型国家均衡价格比 ｐ ｊ
ｙ ／ ｐ ｊ

ｘ 的变化； （３） 不同开放水平下，
不同类型出口国家劳动和资本要素收入比的变化， 即 ｗ ｊ ／ ｒ ｊ 。

贸易开放过程中，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和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的生产要素配置情

况如图 ２， 具体而言，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 Ａ 国会投入更多的要素生产资本

密集型产品 Ｘ， 资本要素投入比例由 ０ ７２４１ 上升到 ０ ８９３１， 劳动要素投入比例由

０ ４２８６ 上升到 ０ ７０４８； 而对于国家 Ｂ 来讲，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 会投入更

多的生产要素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Ｙ， 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的要素投入比例逐步缩

小， 其中 Ｘ 行业资本要素投入比例由 ０ ７２４１ 下降到 ０ ３８６２， 劳动要素投入比例由

０ ４２８６ 下降到 ０ １５２４。 简而言之，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增加， 国家 Ａ 和国家 Ｂ 都

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 进行更为专业化的分工生产。

图 ２　 开放情形下资源配置状况

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 国内市场均衡价格比 ｐ ｊ
ｙ ／ ｐ ｊ

ｘ 的增长情况如图 ３ 所示， 对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而言，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增加， 对资本密集型产品 Ｘ 的需求

量持续扩大， ｐＡ
ｘ 上升， 最终导致均衡价格比下降。 具体来讲， 由封闭情形下的

３０ ５４ 下降到完全开放情形下的 ２８ ０２， 下降幅度为 ８ ２７％； 相反， 对于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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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家 Ｂ，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增加，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量持续扩大， ｐＢ
ｙ 上

升， 这也会带来均衡价格比的上升， 其均衡价格比由封闭情形的 ２４ ８１ 上升到完全

开放情形下的 ２８ ０２， 上升幅度达到 １２ ９４％； 另外， 也可以发现， 在完全开放情

形下， 两国的均衡价格比是相等的， 这也与一价定律相符合。
���K���#B��K���"

图 ３　 贸易开放情形均衡价格比增长率

贸易开放过程中， 劳资收入比 ｗ ｊ ／ ｒ ｊ 变化情况如图 ４ 所示。 具体来讲， 随着贸

易开放水平的加深，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的资本要素收入回报率增加， 劳资收入比

逐步下降， 从封闭状态到完全开放状态的下降幅度达到 ２５％； 相反， 劳动密集型

国家 Ｂ 的劳动要素收入回报率增加， 劳资收入比从封闭状态到完全开放状态的上

涨幅度达到 ５０％； 另外， 在完全开放情形 （ｏｐｅｎ ＝ １） 时， 两个国家的劳资收入比

是相等的。

图 ４　 贸易开放情形劳资收入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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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贸易开放水平下， 由于 “补偿效应” 的存在， 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

更加偏好公共品的消费， 但两者的区别是： 相对于穷人来讲， 富人承担了政府提供

公共品的成本。 因此， 对于穷人而言， 其福利水平是随着政府税收水平的增加而扩

大的， 然而对于富人而言， 其福利水平和政府税收力度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倒 “Ｕ”
形关系 （图 ５）， 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税收的边际成本递增， 二是公

共品的边际效用递减。 而不同开放水平下， 整体福利水平曲线的向上凸起是由于

“补偿效应” 造成的。

图 ５　 不同开放水平下的富人福利水平曲线

最后， 本文探究了不同类型出口国家 （Ａ、 Ｂ） 在不同开放水平条件下， 政府

干预的适宜政策空间的变化。 本文以封闭情况下穷人和富人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所

达到的福利水平为基准， 当在开放情况下， 政府的税收水平能够保证穷人和富人的

状况至少不差时， 那么就认为政府的税收力度是适宜的或是可以被接受的， 即探究

适宜的政府税收区间， 其结果如下： 总的来讲， 由于贸易分工效应的存在， 在开放

水平下要想达到封闭情形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福利水平， 政府的调控区间是变大

的， 如图 ６ 中的穷人福利改善区间与富人福利改善区间交叉区域的面积 （即阴影

部分的面积）。 是随着开放水平的增加而变大的， 当政府的干预力度 （本文指税收

水平） 位于调控区间内部时， 穷人和富人相比封闭情形而言， 都获得福利改进，
因此， 也称此区间为政府干预的帕累托改进区间或适宜区间。 就每个国家具体而

言， 本文发现： （１）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在贸易开放过程， 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要

素资本获得更多贸易开放利益， 即富人获利更多，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相对私人消

费品更优的情况下， 这会使得富人达到封闭情况下的效用水平时， 政府税收水平下

降。 但由于政府税收的来源是资本税， 富人承担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全部成本， 根

据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原理， 当公共品的边际效用不能够补偿提供这部分

公共品富人所承担的边际成本时， 富人的福利水平就趋于下降， 即富人福利改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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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上升。 而对穷人而言， 由于其对公共品的享有存在着免费 “搭便车” 的权利，
贸易开放分工效应的存在只会使得政府干预水平的下线下移， 即穷人福利改善曲线

的下降； （２） 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的原理和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类似， 只表现为程度

的不同， 主要原因是在贸易开放过程中， 穷人获得大部分的贸易分工利益， 固穷人

福利改善下线的下降更为剧烈， 富人福利改善的边界 （上线和下线） 变动的幅度

更为平缓； （３） 资本密集型国家 Ａ 的政府干预适宜区间的变化是由富人福利改善

区间的上线和穷人福利改善区间的下线共同作用的， 两者的拉动作用相差不大， 如

在完全开放情形下 （ｏｐｅｎ＝ １） 时， 富人向上的拉动作用为 ３２ ８％， 穷人的向下拉

动作用为 １５ ５％； 而劳动密集型国家 Ｂ 政府干预适宜区间的变化主要是由穷人福

利改善区间的下线拉动的， 如在完全开放情形下 （ｏｐｅｎ ＝ １） 时， 富人向上的拉动

作用为 １４ ２％， 穷人的向下拉动作用为 ５８ ５％， 后者是前者的 ４ 倍还多， 且这种

拉动效应是随着贸易开放的深化而递减的。

图 ６　 不同开放水平下政府干预的适宜区间

三、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１） 就政府干预区间而言， 在贸易开放的 “补
偿效应” 存在的条件下， 随着贸易开放水平的深化， 政府政策干预的适宜区间或

帕累托改进区间是扩大的， 其扩大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富人帕累托改进上线上升的拉

动效应和穷人帕累托改进下线下降的拉动效应两方面， 并且当对公共品的需求存在

一种 “制度依赖性” 时， 这种拉动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 （２） 在贸易开放的 “补
偿效应” 和资本税存在的条件下， 富人的效用与政府干预水平之间存在一种 “倒
Ｕ” 形关系， 这种 “倒 Ｕ” 形关系与政府税负的完全承担机制使得富人在贸易开放

过程中存在一个政府干预水平下线和上线来保持其相对封闭情况的福利水平而言不

至于下降； （３） 而对穷人来讲， 其免费享有公共品的权利使得其所需要的政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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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上线越高越好， 另外， 贸易开放的 “分工效应” 也会使得其所需要的政府干预

下线下降； （４） 就不同出口类型国家而言，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家相对于资本

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家而言， 在贸易开放深化过程中， 其政府干预适宜区间的扩大效

应更为显著， 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家， 穷人获得的效用更多， 这使

得穷人的福利改善区间下线剧烈下降， 其下降幅度达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家穷

人福利改善区间下线下降幅度的 ４ 倍左右。 这些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明显的。
第一， 厘清并肯定了贸易开放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根据传统的

Ｈ－Ｏ 理论框架， 贸易开放的过程相当于分工再利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

资源更聚集于本国家或地区的优势行业， 固总的财富是增加的， 但这种总财富的增

加并不必然会带来每个个体所享有的社会福利都会增加。 一般来讲， 拥有生产优势

要素的个体其福利是改进的， 而不掌握优势要素资源的群体就需要通过政府的再分

配政策来达到利益的改善， 只有这样， 贸易开放政策才能够得以实施。
第二， 量化出了在不同贸易开放水平下政府干预适宜区间的变化， 实现了理论

上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 在资本税和 “补偿效应” 存在的条件下， 不管是穷人

群体还是富人群体都会要求政府要进行一定水平的干预， 因为， 对富人来讲， 虽然

其承担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成本， 但是随着贸易开放的深化， 公共品所带来的效用

会超过其用来购买私人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 而对穷人来讲， 其只享有收益而不用

承担成本。 当以封闭情形下各群体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水平为基准时， 随着贸易开

放水平的增加， 只要政府的干预水平位于干预适宜区间内部， 其效果是帕累托改进

的， 政府干预适宜区间是由穷人福利改善下线和富人福利改善上线组合而成的， 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收入再分配力度不能过高、 要允许 “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 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道路的科学性。
第三， 对比分析了不同出口结构类型国家在贸易开放过程中政府干预适宜区间

变化的差异， 即出口结构类型对贸易开放过程中政府干预逻辑的形塑作用， 其差异

主要来源于穷人福利改善下线的影响。 具体来讲是指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家的穷

人在贸易开放过程中要想维持或超过其在封闭状态下的福利水平所需要的政府干预

最小力度相比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家而言， 变化的幅度更趋于缓慢， 由数值模

拟结果可知， 变化幅度相差近 ４ 倍左右。 这也证明了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国家在贸易

开放过程中政府治理的逻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在现实政府干预层面， 要认识到自

身禀赋所带来的特征效应。
第四， 指明了在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升级过程中， 政府干预适宜区间变化的方

向， 为政府干预逻辑的科学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 随着中国在全球产品价值

链上地位的提高， 中国越来越转向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 那么在转结构过程中， 政

府的干预逻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 由本文研究结论可知， 在这个结构转轨过程中，
政府要逐步放权， 降低政府干预力度， 减少政府权力继承的惯性。

本文的研究是在肯定贸易开放过程中政府干预逻辑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政府干预适宜区间的探讨， 其最终目标导向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
当然， 本文的研究与最终目标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至少在方向上为转结构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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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指明了方向， 借此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在出口结构优化和升级过程中

出口结构类型对政府干预适宜区间的形塑作用， 加强政府调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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